
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摘自《中国国民党“一大”六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是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核心，是孙中山晚年思想新飞跃的主要标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三大政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联俄政策则是其发端。这是孙中山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进行了长达数年之久的观察、比较、分析之后，作出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抉择。
“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这是孙中山确定联俄政策坚实的思想基础。

“俄国革命在中国之后，而成功却在中国之前，其奇功伟绩，真是世界革命史上前所未有。”十月革命的胜利，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覆灭，从一开始就给了孙中山以很大鼓舞。一九一八年夏，他便致电列宁，对十月革命的成功表示祝贺，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他期望俄国革命政府能够稳固，“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对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政策，孙中山有过怀疑。他自述：“苏俄革命后实行马克思之共产主义，余甚滋疑惑。以现世界正在资本主义旺盛时代，俄国工商业不甚发达，共产主义不能单独成功，其去实行之期尚远。”然而，苏俄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自由与幸福，在结束了战时共产主义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经济的迅速复兴，这些活生生的现实很快就吸引了他，使他打消了疑虑，以至于宣称：“象俄国的人民，可说是自幼至老，一生无忧无虑，……象这样好的国家，就是我要造成的新世界。”列宁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时，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正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失败。“满清鼎革，继有袁氏；洪宪随废，乃生无数专制一方之小朝廷”，致使“中国今日政治不修，经济破产，瓦解土崩之势已兆，贫困剥削之病已深”。孙中山一直在苦苦探寻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失败后，他以为“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护国运动、护法战争天折之后，他则以为根本原因在于“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也，以不知其道也”。然而，所有这些总结，都未真正触及要害。因此，孙中山便特别关心和重视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力图从两国革命的比较之中得出正确的答案。
而这样的比较，确实使孙中山的认识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俄国革命之发动迟我国六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革命要成功，必须有一个能够领导革命、坚持革命的政党。孙中山对于列宁极为钦佩，称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但他也深知，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列宁个人，更在于“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工夫，全结晶在党中”。而这一切，却正是他所领导的革命所最为缺乏的。他早年组织过兴中会，后来创立了同盟会，它们在发动革命、夺取推翻清王朝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重大作用。一九一二年，同盟会与几个小政团联合组成国民党，同袁世凯妥协，实际成了一个官僚政客集团。一丸一四年，他率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但是，缺乏明确的纲领，缺乏必要的群众基础，构成复杂，组织纪律也都相当涣散，因而，这个党也就同样担负不了领导革命走向胜利的重担。鲜明的对比，使孙中山思想豁然开朗，产生了师法俄国的强烈愿望。

随着对俄国革命的了解逐渐深入，孙中山进而认识到，俄国革命代表了人类历史上更为“圆满”的一场新型革命。他说：“美国、法国、俄国都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推原他们强盛的来历，都是由于革命成功的。就这三个革命成功的国家比较，成功最大的也是俄国。俄国革命的结果，不但是把政治的阶级打到平等，并且把社会上所有资本的阶级都一齐打到平等。”俄国革命之所以成为一场新型的革命，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推究俄国革命的发起人，是由于三种人，叫做农工兵。故俄国现时的政府，又叫做农工兵政府，是由于农工兵三界人民派代表所组织而成的”。他确认俄国革命的效果比较美国革命、法国革命的效果要更为宏大，更为圆满，回过头来便不可能不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究竟应当走哪一条道路这一时代课题。法国革命，美国革命，都曾使孙中山为之醉心。然而，这条路，中国始终没有走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则证明了这条道路并未“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尽管他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本质还缺乏科学的认识，但是，“俄国革命，不但是皇帝的压迫要反对，就是列强的压迫也要反对，和全世界资本制度的压迫都一齐反对”，毕竟深深吸引了他，使他看到了新的前进方向，也使他的“以俄为师”中灌注了新的时代内容。

“以俄为师”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思想基础，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以形成联俄政策。联俄政策的确定，又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国家幻想破灭并深切认识苏俄党、政府和人民是中国革命真诚朋友的结果。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杰出的反帝战士。但是，在先前漫长的革命历程中，他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帝口号。那时，他服膺于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常常引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的国家、政党、社会势力为同调，希冀从他们那里得到支持和帮助。同盟会时期，他寄希望于日本；武昌起义后，他渴望得到美、法、英、日的同情与援助；反袁时，他要求日本内阁“宜助中国革新，以救东亚危局”；护法战争时期，他曾以为“请美总统出而主持公道，吾人终可达到护法之目的”；结果，所有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帝国主义列强非但不愿中国革命成功，而且变本加厉地支持中国军阀反动势力，掠夺和残害中国人民。这些血的教训，终于使孙中山认识到：“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与帝国主义列强恰好相反，十月革命一成功，列宁领导下的俄国便向中国革命伸出了真诚的援助之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对华签订的全部不平等条约，废弃在华一切特权，将原先沙皇政府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使孙中山深为感动。这个宣言一九二○年三月方才传到中国，孙中山指导下出版的《星期评论》立刻刊登了它的全文，称之为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消息，为了给予孙中山和中国革命以具体的支援，列宁和共产国际不断派遣代表来华，孙中山同他们一一进行了接触，对于苏俄和列宁全心全意支持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态度逐渐有了深切的了解。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他开始考虑实行联俄政策，并越来越坚定。

 一九二○年秋，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建议同俄国建立电台联络，要求苏俄提供军事援助，表示了希望将“华南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关于联俄的首次具体建议。一九二一年底，他在桂林同共产国际另一位代表马林会晤时进一步表示：“中俄携手将完成亚洲的解放”，“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刻提议与苏俄公开建立联盟”。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同苏俄政府特使越飞面商了中俄合作大计，发表联合声明，廖仲恺又受命到日本与越飞讨论各项具体的合作事宜，则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日趋成熟。

 事实表明，联俄政策的确定，决非孙中山心血来潮或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说来，它表现了孙中山对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以及两者关系的新认识。孙中山对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深深同情，并从那里受到激励、启发，吸取到新的思想养料，要求中国革命同它们发生更为密切的联系。尽管他的认识在许多地方不准确、不够科学，但在客观上，正顺应了中国革命在逐步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孙中山在临终之前，嘱咐“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继续与苏联合作，要求苏联政府“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期望中苏两国未来“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这便是联俄政策真实含义最为完备的说明。

在作为统一整体的三大政策中，联共是一个中心环节。“以俄为师”要具体落实到国民党的改组上，必须依靠联共；要同广大工农群众发生密切联系，大大推进工农群众运动，同样必须依靠联共。而联共，则正是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实践的基础上，为使中国革命得到新的发展而作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决策。
出于对国民党现状的强烈不满，孙中山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但是，境况并未因此而有很大改变。正如他自己所总结的：“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一九一九年十月，他又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这时，他已受到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特意创办了《建设》和《星期评论》作为中国国民党的机关刊物，任务是“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描绘新计划之雏形”。然而，这时，他对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还颇多疑虑，一心要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多数人”。以这样的思想为指导，所依靠的又是原先国民党那批旧人，改组的成效是可想而知的。一九二二年六月，身为国民党员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欲置孙中山于死地。李石曾、吴稚晖等四十九人则借此联名通电，劝他下野。严酷的事实，不能不使他深深反省。他看到，国民党内就党员构成而言“非常复杂”，大多数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以此为“做官的终南捷径”，若做不上官，“便反对本党，去赞成敌党”。他更看到，国民党的指导思想、政治纲领、组织纪律，无一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他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枝枝节节地作些改进于事无补，必须下决心“改组国民党的全体”。究竟应当依靠什么力量来对国民党进行改造呢？国民党内左派力量是可以依靠的，但是，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同国民党内的腐朽力量抗衡。环顾国内，人数虽少，却集中了中华民族之英，并已显示出巨大潜力的一支现成力量，便是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作为自己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工人阶级最有觉悟、最有组织的部队。成立不久，它便在中国首次提出了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领导广大工人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并开始了农民运动。这一切，对于时刻关注着中国国民党和中国革命命运的孙中山来说，不能不产生很大吸引力。

就在这时，在列宁的亲自关注下，在共产国际的积极促进下，中国共产党向孙中山提出了国共两党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深知，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固统治，不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不行；而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国民党自身的革命历史与现状，则为国共两党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推动孙中山前进，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帮助孙中山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一步认清国民党的现状以及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

中国共产党人诚恳的批评和切实的建议，深深地打动了孙中山。这时，国内几乎所有的政治势力都同他站在对立的地位，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公开宣言同他合作，并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孙中山终于决心联共，并采取党内合作这样一种特殊形式，接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以便借助这样一支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从内部来对国民党全体进行改造。

 一九二二年八月，孙中山在上海亲自主盟吸收著名共产党人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并对他说：“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九月四日，孙中山在沪召开国民党改进党务会议，六月，即指定包括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在内的九人为中国国民党章程起草委员。一九二三年一月一日，国民党发表改进宣言，二日，发布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接着，孙中山又指定了一批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干部担任国民党本部及某些地方支部的负责人。十月十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恳亲大会，决定改组国民党并设立党务讨论会。十九日，孙中山正式委派廖仲恺、李大钊等五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接着，孙中山又主持成立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专门负责国民党改组事宜。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参加和积极帮助下，标志着中国国民党获得新生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于广州开幕。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完全没有辜负孙中山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期望。《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国民党改组最为重要的文献，它明确规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使反映旧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新三民主义，它不仅是国民党改组的基本指针，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而且是三民主义同共产主义建立统一战线、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共同纲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具有开拓性和指导性意义。而这一宣言，则正是孙中山委托共产国际代表同中国共产党人起草的。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努力把新三民主义传播到全中国，特别是传播到教育界、学术界和工农群众中去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迅速建立起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迅速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使国民党从一个包含着许多陈腐因素的资产阶级政党变为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大力开展工农群众运动，坚决发动革命的军事斗争，使大革命蓬蓬勃勃发展起来的，同样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曾多次对孙中山进行挑唆，对共产党人进行构陷，孙中山旗帜鲜明地断然表示：“目前革命工作情绪低沉，需要新血刺激，所以这次党中吸收了更多的知识青年共同从事革命工作。”“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国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获得新生的事实，大革命突飞猛进向前发展的事实，充分证明了孙中山决定实行联共政策，是何等英明与正确。

 与联俄、联共相辅相成的扶助农工政策，也同样是孙中山革命思想、革命实践发展的必然产物。
 孙中山来自民间，来自基层，对于广大民众的疾苦，他有着深切的了解。他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基本出发点就是改善广大民众的社会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然而，在相当一段时间中，他对于广大工农民众之中究竟蕴藏着多么巨大的革命潜力与历史首创精神并不了解。他把广大民众划归“不知不觉者”，把他们看作完全听命于“先知先觉者”和“后知后觉者”的“实行家”，因而，对于为什么必须坚决动员和坚决依靠最为广大的工农民众进行革命，也就缺乏认识。而这正是他所领导的多次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特别是上海工人“六三”罢工，使孙中山看到，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参加了政治斗争。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星期评论》着重对世界的与中国的劳工运动历史和现状进行了介绍与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工农运动向前发展，特别是一九二二年一月香港两万多海员举行大罢工，后来在二月底发展为香港工人总同盟罢工，给港英当局以沉重打击，夺取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在孙中山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总结以往革命斗争屡遭颠踬的原因时，终于开始正视没有发动和没有依靠广大民众这一致命弱点。他看到，就推翻清朝、推翻洪宪帝制，发动护法战争的军事方面而言，是有成就的，不可一概抹煞，但“兵力虽成功，而革命仍未成功，因为吾党尚欠缺力量之故。是何种力量？就是人民心力”。他看到，“革命行动，欠缺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因此，他认定：“此次吾党改组唯一之目的，在乎不单独倚靠兵力，要倚靠吾党本身力量。所谓吾党本身力量者，即人民之心力是也。……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奋斗，必如此方可以成功。”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不仅一般地强调了民众的作用，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农民阶级与工人阶级的作用。他指出：“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来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要农民来做本党革命的基础。”在论述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时，他强调了：“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正是基于这样的觉悟，《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确认“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确认国民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是“谋农夫、工人之解放”，“质言之，即为农夫、工人而奋斗，亦即农夫、工人为自身而奋斗也”。孙中山不仅思想认识有了重大发展，在实际行动中，他也为实现扶助农工的意愿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步骤。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他明确规定，国家权力必须“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成为农民、工人、商人及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享有自由及权利”，而不给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以自由及权利的人民民主政权。在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专门设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以廖仲治及林祖涵分任部长，专门负责领导工农运动。当时，广州开设了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成立了“广东工人代表会”和许多农民协会，组织了武装工农的工团军与农民自卫军，对此，孙中山都积极给予了支持。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离开了无产阶级领导，离开了人民大众的英勇奋战，便不可能具有新民主主义性质。孙中山关于扶助农工的思想，虽然还有许多地方显得不足，表现了明显的过渡性，但是，毫无疑问，同他的联俄、联共思想一样，在客观实践中，他的思想与认识反映了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发展的时代要求，因而就能在革命实践中显示出它的强大的生命力。

三大政策的制定与实行，是孙中山革命思想与革命实践的一大飞跃，也是孙中山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能够继续前进、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必要前提。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新三民主义时，反复强调指出：“这种新时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或真三民主义，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没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时期中，就都是伪三民主义，或半三民主义。”众所周知，在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曲折过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由于坚持了三大政策，坚持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大革命，“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就是广东革命根据地创立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但是，由于国民党内一些人在革命走到将次完成之际，背弃三大政策，破坏两党的合作，招致了革命的失败，外患乃得乘机而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后，在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下，三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部分恢复，使中国的抗日战争出现了胜利发展的良好局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一些人再度将三大政策抛在一边，悍然发动内战，结果为人民所唾弃。历史充分证明，“离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没有前途的”。值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纪念之际，我们恳切地希望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认真地记取这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痛下决心，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孙中山曾为之奋斗终生的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


